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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鼓励创业和反腐倡廉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政府紧抓的两项任务，也是中
国进入新时代新征程的重要工作。反腐倡廉是否对创业具有促进效应，成为亟需回答的

理论问题。本文以副省级官员落马表征反腐败冲击，基于 ２０００—２０１６年省级面板数据，
实证考察了反腐败对地区创业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本文发现，反腐败能显著促进地

区创业活动，增加创业数量。这一结果是稳健的，采用不同的被解释变量、不同的估计方

法以及考虑安慰剂检验等，结果依然存在。究其机制，反腐败通过显著提高地方政府行政

效率、市场化程度和市场信心三大影响渠道促进创业。同时，十八大后反腐败促进地区创

业活动效应大于十八大前。本文的发现意味着，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治理能力提升，有

望成为中国创业创新和经济增长的机制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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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营商环境报告》（Ｄｏｉｎｇ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Ｒｅｐｏｒｔ）是世界银行年度旗舰报告，应用量化的指标分析约全球 １９０个经济体的商业监

管法规和财产保护，旨在衡量监管法规是否有助于推动或是会限制商业活动。

一、引　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

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同时，报告规划了中国未来发展蓝图，指引着中国向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迈进。鼓励大众创业，正是新阶段中国提升市场活力，提高发展质量的重要举

措。近年来，推动大众创业成为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的工作重点，各级政府纷纷出台政策，不遗余

力地鼓励创业。世界银行的《营商环境报告》系列研究表明，营商环境对创业具有决定性的影

响①。如何进一步改善营商环境，促进大众创业，成为政府和社会共同关注的话题。

地方政府与官员的行为与表现，深刻影响着营商环境的建设；中央对地方政府与官员的激励与

监督，也将作用于营商环境。党的十八大后，中国共产党更加雷厉风行地推行反腐倡廉工作，“打

虎拍蝇猎狐”的高压反腐成为中国政治的新常态。反腐倡廉既在政治领域产生深刻影响，也在经

济领域产生深刻影响。在这一重大现实背景之下，研究反腐败具有怎样的经济效应以及其背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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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机理，就具有理论和实践的双重价值（王贤彬等，２０１７）［１］。在高压反腐的态势下，高官落马被
看作反腐斗争的重要成果①，反映着地区反腐败的程度与所做的努力（王贤彬等，２０１６［２］；王贤彬和
王露瑶，２０１６［３］），可以改变地区政治清廉度，进而改善地区营商环境。本文基于高官被查落马的
准自然实验，实证研究反腐败对地区创业的影响效应，分析其重要影响机制，以希望为中国的经济

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启示和政策建议。

基于上述思路，本文采用２０００—２０１６年中国大陆３１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分析以副省
部级及以上政府官员被调查的事件表征的反腐败对地区创业产生的影响效应。我们发现，高官落

马显著提高地区创业数量。该结果是稳健的，在更换了度量创业的指标、更换了估计方法以及考虑

了潜在共同因素之后，仍然稳健。这种关系背后的逻辑机制是，本地高级官员被调查和处理，产生

了一种震慑效应，提升了本地廉洁从政的文化氛围，促使地方政府部门与官员更加谨慎行事，更加

按照规则制度履行工作职责，积极提升行政效率和服务效能，减少对市场主体经营行为的干预和相

应的腐败掠夺行为。对市场主体而言，高官落马显示了政治清廉度的提升，营造出良好的营商环境

导向，增强了市场发展的信心，强化了创业的动力。

与以往的文献比，本文的可能创新之处与边际贡献在于以下几点：第一，传统研究关注市场环

境和营商环境对创业的影响，本文借助高官落马，强调了高级官员对地方微观经济活动的重大影

响，是对现有官员理论的补充；同时发现高官落马产生显著影响，也在理论上表明了重大政治事件

能够产生重要的信息价值，影响官员和企业家等政治和经济主体的预期与行为，是对信息经济理论

在政治经济学领域的有效体现。第二，与以往关注反腐败的经济增长效应的文献不同，本文聚焦于

创业这一经济发展中的具体行为，研究了反腐败对创业的效应，拓展和深化了反腐败经济效应的研

究脉络。第三，本文较为全面地考察了反腐败影响创业的中介效应，致力于理解创业的内在决定机

制。本文从政府（官员）和市场主体层面，检验了反腐败通过提高政府行政效率、市场化程度和市

场信心作用于地区创业。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假说

１．反腐败的度量文献
本文重点研究反腐败对地区创业的冲击效应，对反腐败问题的研究首先要解决如何科学合理

度量反腐败。现有关于反腐败的度量主要有以下几种方法：采用腐败案件立案数或腐败案件查处

人数来度量反腐败力度（高远，２０１０［４］；王健忠和高明华，２０１７［５］）。此类方法的原始数据主要来自
《中国检察年鉴》。类似地，吴一平和朱江南（２０１２）［６］利用县审计局的审计人员数量、审计项目数
及审计查处的违纪金额来反映县级反腐败力度②。杨其静和蔡正?（２０１６）［７］采用各省党委的纪检
监察机关受理的立案数与举报数来表征反腐力度。诚然，诸如《中国检察年鉴》报告的腐败渎职立

案数和涉案人员数，是较为客观的指标。但是，这一指标也存在局限性。首先，腐败渎职立案数和

涉案人员数较多，可能是因为腐败程度较深，而不是反腐力度较大。换言之，该指标可能反映的是

腐败程度（周黎安和陶婧，２００９［８］；吴一平和芮萌，２０１０［９］）。其次，被查处的案件和人员，反映的是
过去的情况，不能准确地反映当前情况。

采用高官落马数据度量地区反腐败程度是近年来常用的处理方法。例如，党力等（２０１５）［１０］、
王贤彬等（２０１６）［２］、王贤彬和王露瑶（２０１６）［３］、王贤彬等（２０１７）［１］采用副省部级以上的官员被贪
腐调查的人数来衡量反腐败力度。聂辉华和王梦琦（２０１４）［１１］以２００３—２０１３年中国 ３５２个厅级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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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打赢反腐败这场正义之战———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败斗争成就述评［Ｎ］．人民日报，２０１７－９－１８．
这是不多见的能够具体到县级单位的审计和反腐指标，但时间连续性上难以保证。



上腐败官员是否被抓的虚拟变量来度量反腐败力度。与被查处的案件和人员相比，高官落马数据

更能反映地区当前的反腐力度。一是相比于一般公职人员，厅级，甚至是副部级以上官员的人数较

少，高官被查处，更能反映地区反腐的决心与力度。二是腐败往往呈现网状结构，高官处于该网状

结构的中心。高级官员的腐败行为造成了资源的浪费及配置效率的损失，同时还对其他政府官员

产生示范效应和传染效应，从而加剧腐败态势，助长腐败现象的蔓延恶化。因此，副省部级以上的

官员被调查较好地反映了地区反腐败的决心和反腐败的力度。因此，本文也采用高官落马数据度

量反映腐败程度，关注的是特定级别的官员（副省部级及以上级别官员）的被查处事件。

２．反腐败的影响效应文献
腐败与反腐败相伴而生，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不少学者对反腐败的效应开展了研究。王贤彬和

王露瑶（２０１６）［３］、龙小宁和黄小勇（２０１６）［１２］、Ｑｉａｎ和 Ｗｅｎ（２０１５）［１３］认为，反腐败抑制了经济和投
资增长。傅勇（２０１０）［１４］则关注到反腐败力度的增强，改善了基础教育的质量。高远（２０１０）［４］指
出，反腐败力度的增强优化了投资环境从而对 ＦＤＩ有正面推动作用。随着研究的深入，已有学者分
析反腐败对微观企业的影响。王茂斌和孔东民（２０１６）［１５］认为，增强反腐败力度强化了高管激励机
制。党力等（２０１５）［１０］发现反腐败政策实施使得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研发支出增加，从而促进了企
业创新。王健忠和高明华（２０１７）［５］也发现反腐败增加了企业家寻租的成本，促进了企业创新投
入。在反腐败行动中，高官落马对广泛存在的腐败活动产生震慑和遏制作用，抑制了国有企业的固

定资产投资增长，但促进了高效率工业企业的投资活动，改善了投资资源的配置效率（王贤彬等，

２０１７）［１］。钟覃琳等（２０１６）［１６］分析了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反腐败产生的经济效应，结果表明反腐
败有利于促进企业绩效的提升。

目前关注腐败或反腐败对地区创业影响的文献并不多见。例如，贺建风和陈茜儒（２０１８）［１７］采
用省级面板数据，检验了分析腐败与创业之间的非线性关系；余泳泽等（２０１８）［１８］采用跨国（地
区），检验腐败监管（反腐败）对创业创新的影响。然而，前者采用贪腐渎职立案数来界定腐败程

度，这就陷进了立案数到底是反映腐败还是反腐败的争论中（吴一平和芮萌，２０１０［９］；王贤彬等，
２０１６［２］）。后者的腐败监管数据是世界银行“全球治理指标数据库”的腐败监管指数，并不是针对
中国的分析。

特别地，就高官落马或者反腐败的研究而言，不少论文只关注实证结果，在机制讨论上较为欠

缺（党力等，２０１５［１０］；王贤彬等，２０１６［２］；王贤彬等，２０１７［１］）。本文更强调高官落马影响地区创业
效应的内在机制分析，本文通过中介效应分析，检验了反腐败通过提高政府行政效率、市场化程度

和市场信心作用于地区创业。

３．创业的宏观因素考察文献
本文采用地方政府与官员视角，分析反腐败对创业的影响，属于从宏观层面考察创业影响因素

的范畴。传统文献关注市场环境和营商环境对创业的影响。例如，Ｄｊａｎｋｏｖ等（２００５）［１９］研究发现，
制度环境对创业活动起到决定性作用。制度环境及报酬收益决定了企业家才能配置（Ｂａｕｍｏｌ，
１９９０）［２０］，制度的缺失使得企业家从事项目生产及研发的意愿极低，对寻租等非生产性活动热情更
高（Ｈｏｄｌｅｒ，２００９）［２１］。程俊杰（２０１６）［２２］研究也发现制度质量的提高和市场化程度的推进有利于
企业家精神在生产性领域的配置，促进企业家创业精神。同时，也有文献关注到地方政府或官员对

地区创业的影响。例如，Ｅｓｔｒｉｎ等（２０１３）［２３］认为政府管制是影响创业的主要因素。严格的政府管
制提高了创业活动的成本，降低了个体的创业概率 （陈刚，２０１５）［２５］。Ｄｒｅｈｅｒ和 Ｇａｓｓｅｂｎｅｒ
（２０１３）［２５］提出制度质量影响了政府管制与创业活动的关系，复杂的企业开设程序减少了企业进入
的数量。张龙鹏等（２０１６）［２６］也发现政府行政审批的强度的提升降低了创业倾向和创业规模。本
文也遵循该视角，但借助高官落马，强调了高级官员对地方微观经济活动的重大影响，无疑是对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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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官员理论的补充。

４．理论假说提出
长期以来，中国各级政府出现了不同范围和程度的官员腐败违法现象。一些地方政府官员借

助手中的行政权力，通过干预微观经济主体的创业、投资、经营和交易等活动，获取部门乃至私人经

济利益，成为地方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掠夺之手”。这种腐败活动降低了地方政府行政部门的行政

效率，提高了企业的交易和发展成本，令潜在创业者对创业所可能承受的政府“掠夺”产生负面预

期，丧失创业信心（ＬａＰｏｒｔａ，１９９９［２７］；Ｐｅｌｌｅｇｒｉｎ和 Ｇｅｒｌａｐｈ，２００４［２８］；Ｖｏｒｌｅｙ和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２０１６［２９］）。反
之，腐败监管、反腐败以及高官落马能完善制度因素（赖敏等，２０１８）［３０］，既能够改变政府组织的政
治氛围和行政效率，也能够向市场传递政治清廉程度提升的良性信息。党力等（２０１５）［１０］指出，对
于谋求政治关联的企业来说，反腐败增加了与政府官员建立关系的成本，有利于激励企业加大研发

投入。黄亮雄等（２０１８）［３１］则认为，反腐败对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的绩效的抑制作用更大。
王贤彬等（２０１６）［２］、王贤彬和王露瑶（２０１６）［３］强调反腐败尤其是高官落马产生的震慑效应。

反腐败对地方官员及政府行为产生震慑效应，促使地方官员按照规则制度履行工作职责，积极提升

行政效率和服务效能，督促加强政府官员对投资活动审批的规范性，减少对市场主体经营行为的干

预和相应的腐败掠夺行为。对市场主体而言，高官落马显示了政治清廉度的提升，营造了良好的营

商环境，增强了市场信心，强化了创业的动力。因此，本文提出核心理论假说：

Ｈ０：高官落马能够显著促进地区创业。

三、模型构建与变量说明

１．模型构建
为了检验反腐败对地区创业活动的影响，本文参考王贤彬和王露瑶（２０１６）［３］、王贤彬等

（２０１７）［１］以及黄亮雄等（２０１８）［３１］模型，采用 ２０００—２０１６年的省际面板数据，构建以下计量回归
模型：

Ｙｉｔ ＝β０＋β１ａｎｔｉｃｏｒｉｔ＋Ｘ′Γ＋αｉ＋γｔ＋εｉｔ （１）
　　其中，ｉ代表省份，ｔ代表年份。被解释变量 Ｙ反映地区创业活动，我们分别考察创业数量的增
量（ｉｎｃ＿ａｍｏｕｎｔ）和创业数量的存量（ｓｔｏ＿ａｍｏｕｎｔ）。核心解释变量 ａｎｔｉｃｏｒ是各个地区反腐败力度。
Ｘ代表其他控制变量。Γ为控制变量估计系数矩阵；αｉ和 γｔ分别代表地区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
应。由此，系数 β１的符号与大小衡量着反腐败对创业的影响方向与大小。具体为，若 β１显著大于
０，则反腐败对创业活动有正向影响，显著提高创业数量；若 β１显著小于 ０，则反腐败有碍于创业活
动，显著降低创业数量；若 β１不显著，说明反腐败对创业活动没有显著影响。

２．变量说明
（１）被解释变量：创业企业数的增量（ｉｎｃ＿ａｍｏｕｎｔ）和创业企业数的存量（ｓｔｏ＿ａｍｏｕｎｔ）。由于国

有企业和外资企业的门槛较高，一般情况下，新成立的企业多为私营企业。参考 Ｒｕｉ等（２００８）［３２］、
Ｌｉ等（２０１２）［３３］、Ｃｈａｎｇ和 Ｚｈａｎｇ（２０１５）［３４］、明秀南（２０１６）［３５］，本文采用当年私营企业户数和个体
户数之和表示创业数量的存量，采用新增私营企业户数和新增个体户之和表示创业数量的增量，即

利用当年年末值减去上年年末值①。数据主要来源于各年度《中国统计年鉴》。

（２）反腐败（ａｎｔｉｃｏｒ）。本文借鉴王贤彬等（２０１６）［２］、黄亮雄等（２０１８）［３１］的研究，采用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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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里增量单位为十万户，存量数据的单位均为百万户。事实上，考虑到退出市场企业数难以统计，存量数据更多地说明

了存活下来的企业数量，而采用当年年末值减去上年年末值，则低估了创业的数量。如果考虑到退出市场企业的情况，本文的反

腐败对地区创业的效应将更大。



该年度立案调查的贪腐违纪案件所涉及的副省部级以上的官员人数来构建高官落马虚拟变量表征

反腐败状况。也就是，如果某年某地区发生副省部级以上官员落马，则赋值为１，否则赋值为０。关
于这一数据，有三点需要说明：第一，副省部级以上的高官落马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央政府反腐

败的力度。由于中央部委、央企系统及军队系统等高官落马事件无法分配到各个地区，因此，本文

搜集的样本只包含了各个地区党政机关系统的腐败案件。第二，由于司法机关包括法院和检察院，

属于执法部门，其实际的影响力远低于掌握实权的党务行政系统官员，因此，在副部级以上高官落

马中剔除了司法官员落马数量，并在剔除司法官员后采用虚拟变量的方式进行赋值。第三，本文的

研究是基于高官被查落马的准自然实验，而对高官落马采用虚拟变量的设定，更符合准自然实验的

研究框架。

（３）其他控制变量。参考以往研究，我们主要选取了以下控制变量：以人均实际 ＧＤＰ的对数
（ｌｎｐｇｄｐ）衡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以进出口总额与 ＧＤＰ的比值（ｏｐｅｎ）衡量地区对外开放水平；以
人均受教育水平（ｐｅｒｅｄｕ）捕捉人力资本水平；以第二产业增加值和第三产业增加值之和占 ＧＤＰ的
比值（ｉｎｄｕｓ）衡量产业结构。控制变量还包括人口（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以人口的对数值来衡量。我们还
依据现有文献（Ｆｉｓｍａｎ和 Ｇａｔｔｉ，２００２［３６］；范子英，２０１３［３７］；王贤彬等，２０１７［１］）的惯常做法，采用各
省区人民检察院每年立案侦察贪污贿赂、渎职案件数与公职人员数的比值来衡量地区腐败状况

（ｃｏｒｒｐ），作为控制变量。数据来源于各年度《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检察年鉴》、各省份各年度统计
年鉴等。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１所示。
表１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ｉｎｃ＿ａｍｏｕｎｔ ０９３５１ ２１０２７ －１６５５３０ １１７２３

ｓｔｏ＿ａｍｏｕｎｔ １３６８３ １１９３８ ００４３０ ８５８３４

ａｎｔｉｃｏｒ ０２２５８ ０４１８５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ｌｎｐｇｄｐ ９９５９８ ０８１７０ ７９２２６ １１６８０１

ｃｏｒｒｐ ２７９３７５ １０７６０２ ２６４９５ ６３８４６１

ｏｐｅｎ ０３１８０ ０４０１３ ００３２３ １７６５９

ｐｅｒｅｄｕ ８２７４８ １２６０５ ２９９８０ １２３８９０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８０７１９ ０８６５１ ５５５２９ ９３０５５

ｉｎｄｕｓ ０８７３３ ００６６３ ０６４００ ０９９００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四、基本结果分析

１．基本结果
采用式（１）的回归方程，表２报告了反腐败对创业数量增量和创业数量存量影响的基本结果。

第（１）～（３）列的被解释变量为创业企业数增量（ｉｎｃ＿ａｍｏｕｎｔ），第（４）～（６）列的被解释变量为创业
企业数存量（ｓｔｏ＿ａｍｏｕｎｔ）。在创业数量增量的考察中，第（１）列的核心解释变量为当年是否出现高
官落马虚拟变量，回归系数显著为０５８６，即发生高官落马事件，显著增加了地区创业的数量，换言
之，反腐败显著促进地区创业。第（２）列在第（１）列基础上控制了时间虚拟变量，高官落马的回归
系数为０５７０，显著通过１％统计水平检验，即反腐败促进了创业数量的增加。从系数大小分析，高
官落马，导致了当年新增私营企业和个体户增加了 ５７０万户，约相当于当年私营企业与个体户存
量数的４１７％。换言之，高官落马促进了新企业的创立，具有创业促进效应。第（３）列在第（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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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上增加了上一年高官落马虚拟变量（Ｌ．ａｎｔｉｃｏｒ）作为解释变量，发现当年高官落马虚拟变量
的回归系数显著为０５４６，上一年高官落马虚拟变量的回归系数不显著，即当年反腐败事件对当年
创业数量增加有显著促进效应，但上一年的反腐败事件对当年的创业数量没有显著效应。

同样地，在创业数量存量的考察中，第（４）列的核心解释变量为当年高官落马虚拟变量，回归
系数显著为０１７２，即高官落马显著提高了地区私营企业和个体户存量数据，换言之，反腐败显著
促进地区创业存量数。第（５）列在第（４）列的基础上控制了时间虚拟变量，高官落马的回归系数为
０１２５，通过１％显著水平检验，表明高官落马仍然促进创业，使当年私营企业户数和个体户数之和
增加了１２５万户。第（６）列在第（５）列的基础上增加了上一年高官落马这一核心解释变量，当年
高官落马虚拟变量的回归系数０１２９，显著为正，但上一年高官落马虚拟变量的回归系数为 ００２６，
即当年反腐败事件对当年创业企业数量增加有显著促进效应，但上年的反腐败事件对当年的创业

数量没有显著效应。因此，我们发现反腐败（高官落马）对创业数量增量和创业数量存量有促进作

用，该效应仅在当期成立，滞后效应不显著。与王贤彬等（２０１６）［２］、王贤彬和王露瑶（２０１６）［３］强调
的震慑效应一致，高官落马对创业产生的显著影响在短期成立，也表明重大政治事件能够产生重要

的信息价值，是对信息经济理论在政治经济学领域的有效体现。这也与理论假说一致。

表２ 反腐败对创业数量的影响

被解释变量
ｉｎｃ＿ａｍｏｕｎｔ ｓｔｏ＿ａｍｏｕｎｔ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ａｎｔｉｃｏｒ
０５８６

（３５３）

０５７０

（３１２）

０５４６

（３０５）

０１７２

（３７８）

０１２５

（２８４）

０１２９

（２５９）

Ｌ．ａｎｔｉｃｏｒ
－０１６９

（－１２４）

００２６

（０４８）

ｃｏｒｒｐ
－００２８

（－１６９）

－００１５

（－０９１）

－００１６

（－０９２）

０００５

（０５６）

０００１

（００９）

０００１

（００９）

ｌｎｐｇｄｐ
１１４５

（４３４）

－１４５３

（－１０４）

－１３７１

（－０９８）
０６４６

（４８３）

－０３７２

（－０４８）

－０３８４

（－０４９）

ｐｅｒｅｄｕ
０４１４

（１４８）

－０３３０

（－０９４）

－０３３１

（－０９４）

００５４

（０５８）

０２４５

（１５６）

０２４５

（１５７）

ｉｎｄｕｓ
６７４１

（１８４）

１５３２

（０２８）

１６５０

（０３０）
６２７１

（３１４）

３２４１

（１１２）

３２２３

（１１１）

ｏｐｅｎ
－１２８６

（－１２７）

－１６４５

（－１５９）

－１６２６

（－１５６）

－１０２２

（－１３４）

－０８６５

（－１００）

－０８６８

（－１００）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５９２０

（２７８）

－８６９８

（－３７８）

－８５９５

（３７５）

－１２９６

（－１１１）

－２２０２

（－１６１）

－２２１８

（－１６０）

常数项
３２１１６

（２０８）

８３４４５

（２９７）

８１８８２

（２９３）

２４３９

（０２８）

１８９９１

（１２０）

１９２３５

（１１９）

地区虚拟变量 Ｙ Ｙ Ｙ Ｙ Ｙ Ｙ

时间虚拟变量 Ｎ Ｙ Ｙ Ｎ Ｎ Ｙ

Ｒ２ ０３５８８ ０４０５２ ０４０６２ ０６０２８ ０６３２９ ０６３３０

Ｎ ５２７ ５２７ ５２７ ５２７ ５２７ ５２７

　　注：、、分别表示在１％、５％和１０％水平下显著；Ｒ２为拟合优度，Ｎ为样本数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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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稳健性检验
表２指出反腐败既显著提高了创业数量，也显著提高了创业产量。为进一步验证结果的稳健

性，本部分采用以下两种方法进行检验，结果由表３～表４呈现。
（１）动态模型的系统 ＧＭＭ回归检验。我们在控制变量中加入了被解释变量的一期滞后值，

并采用系统 ＧＭＭ对模型进行估计。表 ３中的第（１）～（４）列显示了系统 ＧＭＭ的回归结果。第
（１）～（２）列的被解释变量为创业数量增量（ｉｎｃ＿ａｍｏｕｎｔ），无论添加其他控制变量与否，高管落马
（ａｎｔｉｏｒ）的回归系数均至少在５％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反腐败对创业数量增量具有显著正向作
用。第（３）～（４）列的被解释变量为创业数量存量（ｓｔｏ＿ａｍｏｕｎｔ），无论添加其他控制变量与否，高管
落马（ａｎｔｉｏｒ）的回归系数均至少在５％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反腐败对创业数量存量具有显著正
向作用。由此，上述四列的结果与表２一致，体现了表２结果的稳健性。
表３ 稳健性检验Ⅰ：更换回归方法

被解释变量
ｉｎｃ＿ａｍｏｕｔ ｓｔｏ＿ａｍｏｕｔ

（１） （２） （３） （４）

ａｎｔｉｃｏｒ
０７７６

（３７６）

０４４１

（２２４）

００６７

（３１４）

００５８

（３１４）

Ｌ．ｉｎｃ＿ａｍｏｕｎｔ
０３７１

（６１２）

０１７３

（３１３）

Ｌ．ｓｔｏ＿ａｍｏｕｎｔ
１１４３

（９４３１）

０９７３

（１２９５）

常数项
０６３０

（７７３）

－２２５４３

（－３１２）

－００８９

（－４３１）

－３７１４

（－２５０）

其他控制变量 Ｎ Ｙ Ｎ Ｙ

Ｎ ４９６ ４９６ ４９６ ４９６

　　注：、、分别表示在１％、５％和１０％水平下显著；Ｒ２为拟合优度，Ｎ为样本数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２）安慰剂检验。表２和表３反映出反腐败与创业活动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而这种正向关
系也可能是某种无法观测和捕捉的因素引起的结果。换而言之，反腐败和创业活动均同时受到某

个因素影响，从而使得二者呈现正向关系，而不是因为反腐败与创业活动存在因果关系。为了排除

上述可能，我们采用安慰剂检验。这里采用的安慰剂检验的思路是，如果反腐败和创业活动均受到

某种没有捕捉到的因素的影响，使得二者成正向关系，那么该因素往往会同时作用于除创业活动外

的某些经济后果；而在反腐败影响创业的逻辑下，这些经济后果往往不受反腐败的影响。本文提出

如下逻辑，在反腐败影响创业活动的因果关系之下，反腐败应当不会显著影响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

的设立和创业，而主要影响私营企业和个体户的设立和创业。原因在于，就创业而言，更多的是成

立私营企业或个体户，而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门槛较高。基于该思路，本文同时采用国有控股工业

企业单位数、国有控股企业法人单位数、外资工业企业单位数及外商控股企业法人单位数作为被解

释变量①。如果反腐败（ａｎｔｉｃｏｒ）系数不显著，则说明反腐败与创业活动存在因果关系，也就是佐证
表２和表３的结论。具体结果如表４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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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一般情况下，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单位数和外资工业企业单位数仅能反映工业情况，不能反映服务业等产业情况，但其数

据年份较长，样本期可从２０００年开始；国有控股企业法人单位数和外商控股企业法人单位数能反映全行业情况，但该数据自 ２０１０
年起有统计，数据量较少。由此，本文同时呈现上述四个变量的结果，以显示本文结论的稳健性。其中，法人单位数缺失 ２０１３年
数据，本文用２０１２年和２０１４年的均值来代替。



表４ 稳健性检验Ⅱ：安慰剂检验

被解释变量

国有控股工业企业

单位数

国有控股企业法人

单位数

外资工业企业

单位数

外商控股企业法人

单位数

（１） （２） （３） （４）

ａｎｔｉｃｏｒ
－０００９

（－０５９）

００１２

（１２７）

００１０

（０６６）

０００４

（０５０）

常数项
３０４１

（０５４）

０１１８

（００１）

２８８８

（０７０）

－８７６８

（－１６２）

其他控制变量 Ｙ Ｙ Ｙ Ｙ

地区虚拟变量 Ｙ Ｙ Ｙ Ｙ

时间虚拟变量 Ｙ Ｙ Ｙ Ｙ

Ｒ２ ０７８２２ ０５５８０ ０６４０２ ０３０６２

Ｎ ５２７ ２１７ ５２７ ２１７

　　注：、、分别表示在１％、５％和１０％水平下显著；Ｒ２为拟合优度，Ｎ为样本数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表４中的第（１）～（２）列被解释变量分别为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单位数和国有控股企业法人单
位数，无论是考虑样本期较长的工业企业状况，还是考虑样本期较短的企业法人单位数，高官落马

虚拟变量（ａｎｔｉｃｏｒ）的回归系数均不显著。同时，表５中的第（３）～（４）列被解释变量为外资工业企
业单位数和外商控股企业法人单位数，结果显示，无论是考虑样本期较长的工业企业状况，还是考

虑样本期较短的企业法人单位数，高官落马虚拟变量的回归系数均不显著。也就是说，反腐败与创

业活动存在的正向关系，是由于受某个共同因素引起的逻辑并不成立，再次佐证反腐败显著促进创

业活动，二者存在因果关系，这与表２的结论一致。

五、影响机制检验

上文表２～表４的实证结果显示，反腐败（高官落马）能够产生重要的信息价值，显著提高创业数
量，本部分探索其中的影响机制，也就是反腐败通过何种渠道影响到创业活动，或者说反腐败的信息

价值如何提高创业数量。我们把作用渠道分为两个层面，一是政府与官员层面，二是市场主体创业者

层面。这里采用温忠麟和叶宝娟（２０１４）［３８］、隋广军等（２０１７）［３９］中介效应的检验方法，重点考察政府
效率、市场化程度以及市场信心三大渠道，即把上述三变量作为创业数量的中介变量，其中，政府效率

和市场化程度，反映的是政府与官员层面；市场信心反映的是市场主体层面。具体的检验方法如下：

ｍｅｄｉｔ ＝δ０＋δ１ａｎｔｉｃｏｒｉｔ＋Ｘ′Γ＋αｉ＋γｔ＋εｉｔ （２）
Ｙｉｔ ＝λ０＋λ１ｍｅｄｉｔ＋λ２ａｎｔｉｃｏｒｉｔ＋Ｘ′Γ＋αｉ＋γｔ＋εｉｔ （３）

　　其中，ｍｅｄ是本文关注的中介变量，即政府效率（ｇｏｖｅｆｆ）、市场化程度（ｍａｒ）以及市场信心
（ｃｏｎｆ）三大变量。其他变量的含义与式（１）相同。式（２）和式（３）中，若系数 δ１和 λ１显著，则中介
效应成立。

首先，观察政府效率的中介效应。政府是在转型经济体的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政府通过税

收、公共物品供给及监管等行为影响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例如，开办一个企业，需要政府不同部

门的签章审批，如果政府的行政效率高，能加快创业的产生，提高创业的意愿；如果政府的行政效率

低，降低人们创业的意愿，阻碍了创业的产生。由此，政府的行政效率成为了影响企业家创业活动

的重要因素。反腐败一方面整治不作为的官员，另一方面震慑在位官员（王贤彬等，２０１６）［２］，从而
反腐败能促进政府职能转变，提高政府治理能力。随着反腐败打击力度的加大，政府行政权力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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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规范，政府管制界限更加明确，政府部门间壁垒减少，政府公共品及服务的供给效率提高。低

下的政府效率会增加企业面临的各类风险（Ａｌｌｅｎ等，２００５）［４０］，而政府效率的提升能带来良好的外
部制度环境及更高效的产权保护，降低资源扭曲配置（Ｒｉｇｏｂｏｎ和 Ｒｏｄｒｉｋ，２００５［４１］；Ｆａｂｒｏ和 Ａｉｘａｌ，
２００９［４２］），从而促进企业家创业活动。

本文采用韩永辉等（２０１７）［４３］、唐任伍和唐天伟（２０１１）［４４］的政府行政效率指标。在表 ５第
（１）～（２）列、第（７）和（１０）列的回归中，政府行政效率（ｇｏｖｅｆｆ）在式（２）和式（３）的系数，即系数 δ１
和 λ１均显著，即政府行政效率的中介效应成立，也就是说，反腐败能通过有效提高政府行政效率，
来促进创业活动。由此，对各级政府部门和官员而言，当本地区出现了高级官员被调查的事件，加

重了地方反腐败气氛，预示着反腐力度的加大，本地区的政府官员会灵敏地捕捉到这一信息，并迅速

调整其行为，即形成了一种震慑效应，政府部门和官员认真工作，履行职责，从而提高政府行政效率。

表５ 反腐败对地区创业的影响机制检验

被解释变量
ｇｏｖｅｆｆ ｍａｒ ｃｏｎｆ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ａｎｔｉｃｏｒ
００２３

（１７６）

００３１

（２０２）

０２１１

（３８６）

００６６

（１７０）

０６０５

（１７５）

０５６４

（１９２）

常数项
５９７６

（２５５）

６８７５

（２０５）

－２１５９

（－０２３）

－１７４８０

（－１３０）

２４０６３４

（１５３）
３０７７４０

（１８８）

其他控制变量 Ｙ Ｙ Ｙ Ｙ Ｙ Ｙ

地区虚拟变量 Ｙ Ｙ Ｙ Ｙ Ｙ Ｙ

时间虚拟变量 Ｎ Ｙ Ｎ Ｙ Ｎ Ｙ

Ｒ２ ０１１５９ ０１６７２ ０３４６４ ０７４５２ ０２５４４ ０２６８１

Ｎ ５２７ ５２７ ５２７ ５２７ ５２７ ５２７

被解释变量
ｉｎｃ＿ａｍｏｕｎｔ ｓｔｏ＿ａｍｏｕｎｔ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ｇｏｖｅｆｆ
１２８８

（１７４）

１１０４

（３０３）

ｍａｒ
０３３１

（２２６）

０１４５

（１７７）

ｃｏｎｆ
００５５

（２３９）

００２４

（２４２）

ａｎｔｉｃｏｒ
０５２９

（２９１）

０５４８

（２９９）

０５３９

（２９７）

００９０

（２１２）

０１１６

（２６１）

０１１２

（２６８）

常数项
７４５８９

（２６９）

８９２４０

（２９８）

６６４８９

（２４２）

１１３９７

（０７２）

２１５４０

（１３０）

１１４０５

（０７２）

其他控制变量 Ｙ Ｙ Ｙ Ｙ Ｙ Ｙ

地区虚拟变量 Ｙ Ｙ Ｙ Ｙ Ｙ Ｙ

时间虚拟变量 Ｙ Ｙ Ｙ Ｙ Ｙ Ｙ

Ｒ２ ０４１０４ ０４１１０ ０４２４１ ０６６０６ ０６４０９ ０６５９９

Ｎ ５２７ ５２７ ５２７ ５２７ ５２７ ５２７

　　注：、、分别表示在１％、５％和１０％水平下显著；Ｒ２为拟合优度，Ｎ为样本数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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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观察市场化的中介效应。中国的经济转型，是不断市场化的过程。通过建立社会主义市

场体制，让资源更为有效地配置，形成经济发展的动力。然而，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

政府仍有手段与空间，通过政策干预和行政管制影响市场运行，于是形成寻租设租的空间，由此产

生腐败。例如，某些在位企业可能对某些政府官员进行行贿，让政府出台偏袒的政策，阻碍新企业

进入；又或者某些政府部门为了自身利益，故意设租，同样阻碍新企业进入，这些均不利于创业活

动。反腐败有助于纠正上述制度偏误，调动各类市场主体参与市场的积极性，有效地激发企业家创

业精神（Ａｎｄｒｅａｓ等，２０１６）［４５］。
本文采用樊纲和王小鲁编制的市场化指数来衡量市场化程度①。在表 ５第（３）～（４）列、第

（８）和第（１１）列的回归中，市场化指数（ｍａｒ）在式（２）和式（３）的系数，即系数 δ１和 λ１均显著，即
市场化的中介效应成立，也就是，反腐败通过有效提高市场化程度，来促进创业活动。由此，对各级

政府部门和官员而言，高官被查形成的震慑效应，不但要求政府部门与官员提高效率，而且进一步

规范官员的行为，使其不能逾越自身的权力与职责范围，尤其是不能侵犯市场的边界，损害市场配

置资源的效果，从而降低了官员对市场的不当干预，提高了市场化程度。

最后，考察市场信心的中介效应。反腐败活动的开展有利于解决体制机制中存在的问题，完善

政治生态环境，有效增强投资者和企业家的信心，稳定市场主体的市场预期，充分释放出经济发展

信心的红利。外部制度环境越好，对企业家信心的提振效果则越显著，从而刺激企业家开展投资活

动和创业活动。

由于在现存的统计资料中难以找到省区层面的市场信心指数②，我们采用省区的年度增长目

标与 ＧＤＰ的比值表征地区的市场信心程度。省区的年度增长目标的收集参考徐现祥和梁剑雄
（２０１７）［４６］的做法，主要来源于政府工作报告以及五年规划纲要。一般情况下，省区对本年度的市
场发展的信心越大，其年度增长目标越大。表 ５第（５）～（６）列、第（９）和第（１２）列的回归正是呈
现了市场信心指数的中介效应结果，市场信心指数（ｃｏｎｆ）在式（２）和式（３）的系数，即系数 δ１和 λ１
均显著，即市场信心的中介效应成立，也就是，反腐败通过有效提高市场信心，来促进创业活动。由

此，对于市场主体，尤其是创业者而言，高官落马反映出政府及官员寻租设租动机与行为弱化，竞争

公平性增强，是营商环境优化的表现。创业者从中增强了市场信心，强化了创业的动力。

六、进一步检验：十八大前后的对比

党的十八大召开后，党中央加大了反腐整治力度，扩大波及范围，“打虎拍蝇猎狐”的高压反

腐成为中国政治的新常态，从而有效遏制了腐败蔓延。不但对政治领域产生深刻影响，也在经济

领域产生深刻影响。为考察十八大这一事件的冲击，我们以 ２０１３年为时间点，根据上文回归方
程（１）式，分样本考察对比十八大召开前和召开后的情况。同样地，被解释变量包括创业企业数
增量（ｉｎｃ＿ａｍｏｕｎｔ）以及创业企业数存量（ｓｔｏ＿ａｍｏｕｎｔ）。表 ６呈现的是创业企业数增量的结果；表 ７
则呈现的是创业企业数量存量的结果。

表６四列回归的被解释变量均为创业企业数增量（ｉｎｃ＿ａｍｏｕｎｔ），第（１）～（２）列的样本期是
２０００—２０１２年，第（３）～（４）列则是２０１３—２０１６年。四列的反腐败（ａｎｔｉｃｏｒ）系数均至少在５％水平
上显著为正，即无论是十八大前，还是十八大后，反腐败均能显著促进地区创业，这与前文的理论假

说一致。再对比十八大前后反腐败（ａｎｔｉｃｏｒ）的系数，第（３）列比第（１）列大；第（４）列比第（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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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采用樊纲指数的１９９７—２００９年版本和２００８—２０１４年版本，两个版本的数据存在一定的差异。本文以 １９９７—２００９年版
为基准，对于２００９年后的数据，则对照两个版本２００８年和２００９年的平均差异，按比例转化成１９９７—２００９年版本的数据。

我们也采用了国家层面的市场信心指数，实证结果并没有发生显著的改变。



大，即十八大后的系数比十八大前的大，也就是说，就创业企业增量而言，十八大后加大了反腐力

度，反腐败对地区创业的促进作用大于十八大前。

表６ 十八大前后对比Ⅰ：创业企业数增量

被解释变量

２０００—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２０１６

ｉｎｃ＿ａｍｏｕｔ ｉｎｃ＿ａｍｏｕｔ ｉｎｃ＿ａｍｏｕｔ ｉｎｃ＿ａｍｏｕｔ

（１） （２） （３） （４）

ａｎｔｉｃｏｒ
０５４６

（３０８）

０６００

（３２０）

０８０９

（２２１）

０７３０

（２００）

常数项
３８４１８

（００１６）

４６２８９

（２５６）

２１４０８

（０１７）

４４６９３

（０３２）

其他控制变量 Ｙ Ｙ Ｙ Ｙ

地区虚拟变量 Ｙ Ｙ Ｙ Ｙ

时间虚拟变量 Ｎ Ｙ Ｎ Ｙ

Ｒ２ ０２９２６ ０３４５８ ０１４１４ ０１６８１

Ｎ ４０３ ４０３ １２４ １２４

　　注：、、分别表示在１％、５％和１０％水平下显著；Ｒ２为拟合优度，Ｎ为样本数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表７的被解释变量均为创业企业数存量（ｓｔｏ＿ａｍｏｕｔ），第（１）～（２）列的样本期是 ２０００—２０１２
年，第（３）～（４）列则是２０１３—２０１６年。同样地，如同表 ６的结果，四列的反腐败（ａｎｔｉｃｏｒ）系数均
至少在１０％水平上显著为正，反腐败在十八大前后均能显著促进地区创业，这符合本文的理论假
说。再对比十八大前后反腐败（ａｎｔｉｃｏｒ）的系数，第（３）列比第（１）列大；第（４）列与第（２）列相当①，
也就是说，就创业企业存量而言，十八大后反腐败对地区创业的促进作用大致大于十八大前。

表７ 十八大前后对比Ⅱ：创业企业数存量

被解释变量

２０００—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２０１６

ｓｔｏ＿ａｍｏｕｔ ｓｔｏ＿ａｍｏｕｔ ｓｔｏ＿ａｍｏｕｔ ｓｔｏ＿ａｍｏｕｔ

（１） （２） （３） （４）

ａｎｔｉｃｏｒ
０１０８

（１８５）

０１２５

（２０８）

０１３８

（３３０）

０１２２

（３０５）

常数项
－８５５１

（－１１６）

１４７０

（０１３）

－１８０３７

（－０５０）

３５７０９

（０８４）

其他控制变量 Ｙ Ｙ Ｙ Ｙ

地区虚拟变量 Ｙ Ｙ Ｙ Ｙ

时间虚拟变量 Ｎ Ｙ Ｎ Ｙ

Ｒ２ ０４６２０ ０５２１６ ０５６８１ ０５８９４

Ｎ ４０３ ４０３ １２４ １２４

　　注：、、分别表示在１％、５％和１０％水平下显著；Ｒ２为拟合优度，Ｎ为样本数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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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 Ｃｈｏｗ检验下，二者没有显著差异。



七、结论与政策建议

鼓励大众创业，是中国发展新阶段中促进市场竞争、保持经济活力与加快转型升级的重要举

措。高压反腐是震慑政府官员，营造风清气正社会环境的重要手段。本文以副省级官员落马表

征反腐败行为与强度，基于 ２０００—２０１６年省际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反腐败对地区创业活动的冲
击效应以及其影响机制。结果表明，反腐败能显著增加地区创业数量，促进地区创业活动。具体

来说，在控制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某地区发生高官落马事件，导致当年新增私营企业与个体

户增加了 ５７０万户，约相当于当年私营企业与个体户存量数的 ４１７％。该发现是稳健的，在更
换了估计方法以及考虑了潜在共同因素之后，仍然存在。在此基础上，本文探索了其机制，发现

反腐败通过显著提高政府行政效率、市场化程度和市场信心三大影响渠道促进创业。具体地，当

本地高级官员被调查和处理，加重了地方反腐倡廉气氛，形成了一种震慑效应，促使地方官员更

加自觉地按照规则制度履行工作职责，积极提升行政效率和服务效能，减少对市场主体经营行为

的干预和相应的腐败掠夺行为。对市场主体而言，高官落马显示了政治清廉度的提升，营造出良

好的营商环境导向，增强了市场发展的信心，强化了创业的动力。进一步对比十八大前后的差

异，发现十八大后反腐败对地区创业的促进作用大致大于十八大前。因此，本文衍生出如下政策

建议：

第一，坚定不移地保持高压反腐态势，建立反腐败的长效机制。本文研究发现，反腐败促进地

区创业，需要注意的是，这种促进效应仅在短期显著。一般认为，短期更多的是信息效应，中长期更

能反映制度效应。由此，中国反腐的同时应足够重视制度改进，将制度建设贯穿于反腐败的整个过

程，形成长效机制。同时，必须驰而不息地“打虎拍蝇猎狐”，让高压反腐成为中国政治的新常态。

首先，完善反腐宣传机制、监督机制和法律约束机制建设。积极推进党风廉政教育制度、突出反腐

宣传。一方面，提高公职人员自觉性；另一方面，让反腐败深入民心，形成人人有责的格局。加强法

律监督、行政监督及群众监督等，制定监督配套措施，强化反腐办案制度和法律惩处力度。让震慑

效应深入到各级政府部门的各公职人员，时刻警惕他们的行为。其次，政府应积极深化体制机制改

革，尤其完善干部人事制度，构建以人为本的干部考核和任命机制，支持干部创新探索，但对腐败一

票否决，并追究到底，从源头上杜绝腐败。

第二，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提高地方政府行政效率。把握反腐败促进地区创业的影响机制，本

文的实证发现反腐败能通过提高地方政府行政效率促进创业。因此，需要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提

高政府的行政效率和服务效能，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树立良好的政府形象并提高社会各界对

政府工作的满意度。行政效率高低直接反映了政府工作是否能满足经济发展、社会和谐等要求，关

系到政府的影响力和权威。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支出是提高行政绩效的重要路径。首先，优

化行政机构设置，通过合并设立，合署办公等手段，解决行政机构臃肿、办事流程繁杂、因人设岗

等问题，同时完善竞争上岗和淘汰机制建设。其次，改革审批制度，规范政府服务大厅的管理工

作，规范行政审批流程。通过“负面清单”等手段，减少行政审批环节，提高审批效率，缓解审批制

度给市场公平竞争和投资经营活动的抑制效应，压缩因审批产生的寻租空间，提高市场活力。再

次，增强行政公职人员的岗位意识和服务意识，提高主动高效履行职责，提升职业能力素养，不断

强化理论学习和提高专业技能，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更好地服务人民群众。完善奖励制度，褒

奖表现好的公职人员。最后，积极推进电子政务及“互联网 ＋服务”，将实体政府服务、网上平台、
移动客户端等结合起来，推进网上申请、网上咨询及网上审批等服务，节约办事时间成本，提高办

事效率。

第三，继续深化市场化改革，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本文的实证也表明，反腐败能通过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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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市场化程度促进创业。市场化改革与经济、社会及法律等改革密切相关。需要进一步提升市场

化水平，积极推进法制建设，健全统一开放、公平竞争的现代市场化体系。首先，推动劳动力、资本、

技术及土地等要素市场发展，破除要素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加快要素自由流动及提高要素配置效

率，提升要素市场服务现代化经济建设的水平。完善要素定价机制，减少要素价格扭曲。其次，减

少市场分割，消除区域间的市场壁垒，减少地方保护和行政垄断，促进统一市场的形成，构建公平、

竞争和有序的市场环境。再次，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建设。加强法治建设，明确政府权力，

理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保护财产权和市场主体的权利，提升市场主体的

预期，推进实施诚实信用原则，降低交易成本，维护公平市场秩序。

第四，构建良好的营商环境，增强市场主体的市场信心。本文的实证也表明，反腐败增强了

市场信心，从而促进创业。营商环境的好坏，影响着企业家们创业与投资的信心。优化营商环

境，除上述提高政府行政效率与深化市场化改革外，要重视企业发展，让企业形成良好的社会预

期。首先，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加强企业与政府官员的沟通协调，理清企业与官员的关系，健

全领导干部包联企业制度，搭建并畅通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协商平台，积极反馈企业经营发展的诉

求，及时解决企业发展的困难，实施具有针对性的政府政策。其次，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缓

解市场主体的融资问题，大力扶持创新创业，增强微观企业的活力和市场信心，增强企业获得感。

再次，政府应建立科学市场监管体系，推进协同监管、信用监管、智慧监管，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

环境和不因短期政策变化而变化的长期稳定的法治环境。最后，政府要有前瞻性，释放支持创业

创新的信号。政府支持“政产学研”的工作，通过抓典型等方法，让“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蔚然成

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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